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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传播带有浓厚的经院特

点，传播的力度与广度相对有限。 穆拉比特运动、穆瓦希德运动以及“富拉

尼圣战”为 １９ 世纪萨拉菲主义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手段日益多元

化。 其中，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以“圣战”分子为传播载体渗透至撒哈拉及

其周边地区，不仅冲击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苏菲主义为主流的宗教格局，
而且在瓦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体制的同时，消耗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

口红利。 某些宣扬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在辖区内进行社会控制，灌输超

越国界的“乌玛”与“哈里发国家”理念，对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本已困难重

重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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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及其影响等问题，必须注意到萨拉菲

主义兼有宗教思潮与宗教组织的双重性质。 可以说，对其传播载体和发展演变的标

志性事件的判断，都会因标准的变化而产生分歧。 目前，西方学界对萨拉菲主义起

源的相关争论，主要围绕它是一种传统思潮还是一种现代思想展开。 这种有关萨拉

菲主义“现代起源”与“历史溯源”的争论，反映出西方学者对萨拉菲主义本质的认知

差异。 主张“现代起源”的学者侧重于萨拉菲主义组织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而持“历
史溯源”的学者更关注萨拉菲主义的宗教传承。①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严格遵循

《古兰经》、崇尚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言行的伊斯兰复兴思潮，萨拉菲主

义本质上与暴力相去甚远，更与极端主义无关。 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传播伴

随着伊斯兰教的持续扩散。 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各极端组织所宣扬的是经曲解后

发生极端化异变的“萨拉菲主义”，这些组织虽然宣称尊崇正统伊斯兰，但本质上却

是对伊斯兰教的背离。②

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萨拉菲主义的历史溯源

萨拉菲主义的当代发展已演变为一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性质千差万别甚至

互有冲突、对抗的宗教政治思潮与运动。③ 不同人群对萨拉菲主义的解读也日益多

元，其中不乏误解与偏见。 因此，有必要从更深远的历史视角回溯非洲的伊斯兰复

兴运动，并在其范畴中审视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拉菲主义。
从广义的角度视之，“萨拉夫”（Ｓａｌａｆ）是指对纯洁伊斯兰教信仰的追求与捍卫。

无论是言论、文本，还是观念、组织，只要其尊崇“前三代”并严格遵循《古兰经》释义，
都可以被视为“萨拉菲”。 因此，萨拉菲主义应是一种通过实践来彰显其内在意义的

宗教思潮。④ ９ 世纪伊本·罕百勒（ Ｉｂｎ Ｈａｎｂａｌ）时代提出的“尊古”、“复古”思想，⑤

经 １３ 世纪的伊本·泰米叶（ Ｉｂｎ Ｔａｙｍｉｙｙａ）进行政治化的论证，⑥最后由 １８ 世纪的穆

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布（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ｄ ａｌ⁃Ｗａｈｈａｂ）在阿拉伯半岛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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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实践。① 这种“宗教思想—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发展逻辑，最终落脚点是通过政

治手段彰显宗教教义。
具体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在 １９ 世纪末萨拉菲主义传入该地区之前，一系列与其

类似的思潮就已经蓬勃兴起，并沿着“宣教与正统化”、“改革与净化”两种路径逐步

展开。 以 １１ 世纪穆拉比特运动（Ｍｕｒａｂｉｔ）、１２ 世纪穆瓦希德运动（Ｍｕｗａｈｈｉｄ）和 １８～
１９ 世纪“富拉尼圣战”（Ｆｕｌａｎｉ Ｊｉｈａｄ）②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运动，为 １９ 世纪末萨拉

菲主义快速传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类“宣教与正统化”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１ 世纪穆拉

比特运动与伊斯兰教的正统化时期。 起初，它是由伊本·亚辛（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Ｉｂｎ Ｙａｓｉｎ）
领导的回归伊斯兰教的改革，最终发展壮大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武装运动。③

这场运动既推动了伊斯兰教在西非地区的传播，也带动了当地伊斯兰复兴与“净化”
思想的扩散。

首先，以朱达拉桑哈贾人（ Ｊｕｄｄａｌａ Ｓａｎｈａｊａ）为代表的萨赫勒西部穆斯林对伊斯

兰教的信仰是浮于表面的。 伊本·亚辛发现这里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
《古兰经》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当地人甚至还将伊斯兰教教义与原始本土宗教相提

并论。④ 伊本·亚辛认为，有必要将正统伊斯兰教传入当地。 其次，桑哈贾人领袖对

伊斯兰教有着强烈的向往。 为了全面控制跨撒哈拉贸易，历史上摩洛哥及其南部地

区一直是法蒂玛王朝（Ｆａｔｉｍｉｄ）与后倭马亚王朝（Ｐｏｓｔ⁃Ｕｍａｙｙａ）竞相争夺的目标。 桑

哈贾人充当了法蒂玛王朝的代理人，与其他柏柏尔人冲突不断。 他们的首领坚信，
唯有发动一场真正的伊斯兰运动才能恢复和平。

第二阶段是 １２ 世纪穆瓦希德王朝与教法国家机构的初设阶段。 马格里布地区

的伊斯兰教学派林立，宗教辩论不断，形成了哈瓦利吉派（Ｋｈａｗａｒｉｊ）和马立克派

（Ｍａｌｉｋｉｙａｎ）的角力，并以马立克派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告终。 此时，《古兰经》、“圣
训”也面临影响下降的态势，各种教法学分支成为法律实践的主要权威。⑤ 同时，伊
本·图马特（ Ｉｂｎ Ｔｕｍａｒｔ）、阿卜杜·穆敏（Ａｂｄ ａｌ⁃Ｍｕｍｉｎ）等人也谴责穆拉比特王朝

统治者对权力与财富的沉迷，以及其对正统伊斯兰教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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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Ｍ．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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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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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时学说并立的局面，穆瓦希德运动的领袖伊本·图马特重视“认主独一”
（ ｔａｗｈｉｄ）思想，反对圣墓崇拜，否定非真主的一切。 他还反对现行的四大教法学派，
提倡通过“创制” （ ｉｊｔｉｈａｄ）来重构对《古兰经》与“圣训”的解读，形成了“马赫迪”
（Ｍａｈｄｉ）理念，崇尚从内涵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 伊本·图马特采用隐喻性的话语

解释《古兰经》中某些较为含混的语句，与当代萨拉菲主义对《古兰经》照本宣科地解

读有所不同。 但这种差异只是形式上的，并非对真主的“拟人神论”。
除学理阐释外，穆瓦希德运动的组织实践也有所发展。 一是伊本·图马特对先

知穆罕默德的模仿。 二是国家组织机构的初设。 穆瓦希德王朝的建立正是基于该

组织的政治化，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十人团”（Ａｈｌ ａｌ⁃Ｄｊａｍａａ Ａｓｈａｒａ）与“五十人议事

会”（Ａｈｌ ａｌ⁃Ｋｈａｍｓｉｎ）。① 三是基层人员的管理。 穆瓦希德基层管理成效显著，建立

了名为“卡法”（Ａｌ⁃Ｋａｆｆａ）的群众组织。②

“改革净化型”的传播模式主要体现在 １８～１９ 世纪的“富拉尼圣战”中。 西非在

１８ 世纪面临着欧洲人来临、本土化意识增强与伊斯兰教复兴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

局面。 当地富拉尼人试图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解决之道。 １７２５ 年以来，富拉尼领导人

相继在富塔贾隆（Ｆｕｔａ Ｊａｌｏｎ）、富塔托罗（Ｆｕｔａ Ｔｏｒｏ）等地区开展“圣战”，其中以丹·
福迪奥（Ｕｓｍａｎ Ｄａｎ Ｆｏｄｉｏ）在豪萨兰（Ｈａｕｓａｌａｎｄ）领导的“富拉尼圣战”最具影响力。
它影响范围广，波及众多人群，成为 １９ 世纪萨拉菲主义实践的一次高潮。 １９ 世纪上

半叶，丹·福迪奥及其子穆罕默德·贝洛（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ｅｌｌｏ）还建立了“索科托哈里

发国”（Ｓｏｋｏｔｏ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丹·福迪奥领导的萨拉菲主义实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明确当地伊斯兰教面临

的问题所在。 实际上，当时西方势力已进入西非。 数世纪的奴隶贸易使西非逐渐沦

为一个混战不休、相互攻伐的罪恶之地，冲突所引发的残杀成为该地区所有部落与

国家发展的共性。 各族群政权的伊斯兰统治者沉迷于权力与财富，对民众课以重

税、横征暴敛，导致豪萨兰当地矛盾日益激化。③ 与此同时，外来的欧洲势力也开始

对当地伊斯兰教的权威构成挑战。④ 二是规划、描述理想世界。 １９ 世纪初，作为革

命的一方，“富拉尼圣战”掀起了回归伊斯兰传统的高潮。 在思想层面，“富拉尼圣

战”主张回归早期伊斯兰教义与宗教习俗，反对“创新” （ｂｉｄａ），并彻底实现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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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１３８．
Ｒｏｍａｎ Ｌｏｉｍｅｉｅｒ，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２－３， ２０１２， 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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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式的平等与正义；①在实践层面，“富拉尼圣战”主张明确“伊斯兰地区” （Ｄａｒ ａｌ⁃
Ｉｓｌａｍ）与“战争地区”（Ｄａｒ ａｌ⁃Ｈａｒｂ）的地理界限，并通过进一步征服“叛教者”与异教

徒的领地以拓展穆斯林社群“乌玛”。② 三是阐明“圣战”实践的理念。 丹·福迪奥

声称接受了穆罕默德赋予的使命，不仅明确了“圣战”作为斗争手段的合法性与正义

性，而且对反“圣战”的言论予以抨击，③并且通过经文强调穆斯林参与“圣战”的义

务及其与祸福的因果联系。④

如果说 １１ 世纪穆拉比特王朝塑造了皈依正统伊斯兰的精神追求，那么穆瓦希德

运动则扮演了“纠正者”的角色，提供了正统伊斯兰国家组织建构的路径，而“富拉尼

圣战”最终彰显了通过“圣战”净化伊斯兰教的功能性意义。 总的看来，非洲伊斯兰

复兴思想是适应非洲本土环境的产物，“圣战”的目标亦是明确的，是非洲穆斯林对

自我与他人、对宗教社团与异教徒、对穆斯林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身份界定乃至对宗

教实践的澄清。

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萨拉菲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在 ２０ 世纪初伊斯兰世界普遍衰落之际，阿富汗尼（Ｊａｍ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Ａｆｇｈａｎｉ）等人

循着萨拉菲主义的脉络探求伊斯兰复兴的出路。 他们从“乌玛”理念入手进行反思，
反对背离“乌玛”的民族国家，试图重塑伊斯兰世界的“肌体”。⑤ 与以往伊斯兰教通

过撒哈拉、印度洋商道影响西非、东非的方式不同，这次由阿富汗尼所倡导的萨拉菲

主义的影响已远至南部非洲。 需要注意的是，１９ 世纪中期赛努西（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ｌｉ ａｓ⁃Ｓｅｎｕｓｓｉ）在沙特阿拉伯接受瓦哈比主义思想后，在北非发起了反抗奥斯曼土耳

其及意大利的“赛努西运动”，自此瓦哈比主义遂成为当地萨拉菲主义传播的载体。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是传统经院型的。

以爱资哈尔大学（Ａｌ⁃Ａｚｈａｒ）为中心，通过师徒传承与学院授课的方式，温和的萨拉菲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尼日利亚］Ｊ． Ｆ． Ａ．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１８００－１８７９ 年的非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６９ 页。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ｍｏｌｌｉ，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５， ｐ． １３．
［尼日利亚］Ｊ． Ｆ． Ａ．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１８００－１８７９ 年的非洲》，第 ４６２－４６３ 页。
《古兰经》黄牛章指出：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逐出境外，犹如他们从前

驱逐你们一样，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 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如果他

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 不信道者的报酬是这样的（２：１９１）。 参见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 页。
蔡伟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理性主义赛莱菲耶思想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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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被传授给黑人穆斯林，他们归国后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萨拉菲主义传播中心。①

７０ 年代以来，以“瓦哈比”为名的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了新一轮大规模

传播，②并具有以下新特点：
第一，来自沙特大规模、有组织的资助是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迅速传

播的前提。 在石油经济兴起前，朝觐与赴埃及、沙特等国学习是萨拉菲主义传播的

主要渠道，且影响力有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石油经济的兴起，来自沙

特阿拉伯的大量石油美元为萨拉菲主义的扩散提供了资金支持。 援建清真寺、资助

留学、慈善事业成为沙特在他国扶植和动员支持力量，建立具有跨国认同意识形态

体系的新方式。③

首先，通过民间与官方的援助机构为萨拉菲主义的传播提供支持。 宗教性非政

府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ＭＷＬ） 与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

（Ｗｏｒｌ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Ｙｏｕｔｈ， ＷＡＭＹ）是沙特宣传萨拉菲主义思想的民间组

织。 １９６２ 年成立的穆斯林世界联盟，自成立起便着手开展针对非洲的宗教传播事

务，它在非洲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占到其分支总数的一半以上。 成立于 １９７２ 年的世

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则从青年层面扩大萨拉菲主义信众。④ 沙特发展基金会（Ｓａｕｄｉ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ＦＤ）是该国向非洲传播萨拉菲主义的官方组织。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萨拉菲主义的传播处于低潮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９０ 年代，该基金会向这一地区

提供的援助总额仍高达 ２６．５ 亿美元。⑤

其次，通过多元化手段推动萨拉菲主义的传播。 一是教育资助。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穆斯林世界联盟仅为苏丹一国就提供了 ２００ 万本《古兰经》，并帮助苏丹政府

培训教授宗教课程的教师。⑥ 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更是将教育援助置于首位，先后

投入数十亿美元资助大批索马里、乌干达、苏丹的青少年接受伊斯兰教育。⑦ 二是宗

教机构援建。 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援建了 ４８ 座清真寺，而沙

特官方更通过伊斯兰事务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在海外大量援建清真寺。 此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Ｙｕｎｕｓ Ｄｕｍ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Ｐｒａｘ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ｒａ ａｎｄ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９３－１０４．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９ 页。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３８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ｌａｐｈａ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ｐ． ２８．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Ｖｏｒｔｅｘ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 ｐ． ６．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ｅｎｎｙ， “Ａｒａｂ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ＡＥＣＡＷＡ， ｅ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ａｐｅ Ｃｏａ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８７， ｐｐ． ７７－８３．
Ｊｏｈｎ Ｈｕｎｗｉｃｋ， “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２６， Ｆａｓｃ． ３， １９９６， ｐ．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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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也是沙特推行萨拉菲主义的重要手段。
三是利用新技术宣教。 ２００４ 年前后，沙特成立了伊斯兰国际频道（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通过卫星电视向超过 ６０ 个非洲和中东国家播报。① 借助宗教卫星、新
兴媒体与社交网络，沙特进一步扩大了萨拉菲主义在全球的影响。②

第二，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极端武装成为当前撒哈拉以南非

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 萨拉菲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不仅追求特定的目

标，还有其达成目标的手段。 在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际体系中，若要有效构建以

“乌玛”为单元的伊斯兰世界体系，经院主义的手段就显得软弱无力，更具颠覆性的

极端主义于是便成为达至萨拉菲主义目标的极端方式。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激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回归伊斯兰

正统”的热情，而 ７０～８０ 年代的阿富汗抗苏战争更是成为“全球圣战”的导火索，④受

国际格局演变影响，萨拉菲主义逐渐出现异化趋势。 随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组织的兴起，极端组织以全新的形式推动了极端化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传播与扩散，⑤其传播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一是人员输送。 极端组织将接受过极端化萨拉菲主义“洗脑”的“圣战”分子输

送至世界各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其中重要的目的地。⑥ 一方面，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阿富汗战争中，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圣战”分子与中亚穆斯林秉持萨拉菲主

义理念并肩战斗。⑦ 他们回国后，成为日后极端组织的核心骨干。⑧ 另一方面，“基
地”组织派遣人员进驻非洲本土极端组织，以维持“萨拉菲主义思想的正统性”。 “青
年党”中不少极端萨拉菲主义外籍成员就是由“基地”组织输送来的。 他们极大消解

了“青年党”固有的氏族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意识形态，极端化的萨

拉菲主义影响正在不断加深。⑨

二是资金支持。 “基地”组织通过资金供给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本土组织的“萨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Ｖｏｒｔｅｘ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 ７．
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０７－１０８ 页。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第 ９９－１０１ 页。
ＩＣ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ｐ． １．
Ｊａｍｅｓ Ｊ． 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ｌ⁃Ｑａｅｄ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ｙｔｈｓ，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 ５， Ｉｓｓｕｅｓ ３－４， ２０１１， 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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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化”。 “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也利用资金支持等手段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

态领域争夺主导地位。① 另外，世界穆斯林大会、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等宗教非政府组织也曾为“青年党”等提供资金支持，进
一步了扩大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力。② 不过，与人员派驻不同，资金输出难以从根本上

改变非洲本土极端组织的认知与实践方式。 例如“博科圣地”无论是效忠“基地”组
织，还是转投“伊斯兰国”组织，其政治目标都并未发生本质变化。③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等虽然都主张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但“伊斯兰

国”与“基地”组织构建“全球圣战网络”的思路不同，它致力于打造一个统一的“哈
里发国家”。④ 奉行不同主张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之间互相竞逐，引起了撒哈拉以

南非洲本土极端组织内部的混乱乃至分裂。⑤ 但也激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主义

者对“圣战”目标、手段及其限度的再认知。

三、 当代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兴起的原因

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如此迅猛，体现出它在这一地区有着良好的

发展条件。 在宗教世界观对立且冲突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复杂的社会发展状

况也为萨拉菲主义者所利用。
（一） 宗教对立

宗教势力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一环。⑥ 在该地区，主流伊

斯兰教是作为黑人信仰的较为宽容的伊斯兰教，⑦但随着萨拉菲主义的传入，当地伊

斯兰教的性质乃至宗教格局都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的对立，既是世界范围内萨拉菲主义兴起的共

性，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萨拉菲主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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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认同之间的“文化断层”现象异常突出，①

宗教纷争是这一广袤土地上的重要历史主题之一。 无论是东苏丹地区伊斯兰教苏

丹国对基督教王国的取代，还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非洲之角长达千年的博弈，都
加剧了各自宗教身份的自我界定与外部塑造。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使撒哈拉以南非

洲穆斯林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的对

立既是殖民遗产的延续，也是全球化进程与非洲复杂互动的表现。 伊斯兰教为了生

存，必须以新的方式寻求发展。 这一地区的黑人穆斯林便将萨拉菲主义视为济世

良方。
２０ 世纪中后期至 ２１ 世纪初，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扩散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首先，五次中东战争、两次阿富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使得伊斯兰世界整

体受挫。 其次，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萨拉菲主义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样感受到因国际格局改变而带来的挫败感。 在这种冲突对立中，伊斯兰

世界极端组织对“圣战”概念进行了偏执化的理解。 极端化已然成为萨拉菲主义的

重要标签，而极端组织则充当着传播与扩散极端化萨拉菲主义的载体。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本土化改造遭到了萨拉菲主义的攻

击，“正统”之争成为萨拉菲主义在这一地区扩散的重要原因。
自公元 １１ 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开始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直到今天，都未

能使非洲的传统适应它的思想，反而使伊斯兰教适应了非洲传统，②推动了伊斯兰教

的本土化。 为扩大信众，伊斯兰教对自身形式和内容都做出了适应黑人文化传统特

性的变通。③

最初，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信徒兼信伊斯兰教与传统宗教，伊斯兰教不过是

“遮盖在古老信仰传统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面纱”④。 以苏菲主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

“由于较能迁就非洲传统社会和宗教的习惯制度”⑤，最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据主

流⑥。 其实，伊斯兰教在其起源阶段同样带有阿拉伯地区早期部落崇拜的痕迹。 因

而，《古兰经》中的许多内容也与非洲氏族、部落文化相契合。⑦ 大多数部落虽有“一
神崇拜”，但对至高神的称谓却不同，含义也不尽相同。⑧ 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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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尽管将伊斯兰教的真主视为最高神，但在他们本部落的信仰体系中，真主之

下还存在着其他神灵。
在萨拉菲主义者看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苏菲主义严重偏离伊斯兰教的正统信

仰，沦为崇尚“尊古”、强化“认主独一”思想的萨拉菲主义所攻击的标靶。 围绕它们

所展开的“宗教论争”乃至“宗教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萨拉菲主义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原有伊斯兰教格局的强势改造。① 萨拉菲主义者希望通过“正统之争”为发动

“圣战”提供合法性释义，②并扩展“真正的”伊斯兰世界的版图。
（二） 宗教与世俗的对立统一

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治理困境、泛非主义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变异、部落主义与

泛民族主义互相消解等世俗性因素同样为萨拉菲主义者所利用。
第一，国家治理困境是萨拉菲主义传播的突破口。 国家能力的强弱不仅影响国

家的国际竞争力，更关乎到国内治理水平的高低。③ 就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而言，国
家治理能力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强大的物质性能力与虚弱的制度性能力之间的反

差，这成为萨拉菲主义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的突破口。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物质

性能力以往被低估。 在政府财政之外，资源与经济援助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汲取

能力的关键，以财富为支撑的强制能力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这种强制力仅仅体现

出忠诚度而非战斗力，④从而造成作为暴力的军警力量无法有效应对国内突发的安

全危机，不利于国家制度性能力的构建，这为萨拉菲主义传播、扩大影响提供了机

遇。 一方面，在国家的强制手段下，萨拉菲主义曾作为暴力的牺牲品，直接激化了萨

拉菲派与政府的矛盾。 前者宣扬的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理念，赢得了众多同情

者。⑤ 另一方面，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严重缺位的情况下，萨拉菲主义获得了

充分的生存空间，⑥而一些极端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割据又为饱受战乱的民众提供了

难得的稳定。 尽管这是一种压制状态下的秩序，但与无政府状态、冲突相比，“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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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ｃａｒ Ｇａｋｕｏ Ｍｗａｎｇｉ，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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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①

第二，泛非主义是萨拉菲主义扩散的润滑剂。 作为代表全体黑人诉求的意识形

态，泛非主义经历了从号召非洲各族跨越部落与地域界限，到指导民族独立，进而探

索非洲一体化的发展演变。 它之所以能成为萨拉菲主义扩散的润滑剂，主要有两大

原因：一是两者都有着相似的历史际遇。 殖民主义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本土与海外的

整个黑人种族均丧失了独立地位，而伊斯兰教也在西方基督教的“攻势”下逐渐被边

缘化。 因此，在非洲历史、政治环境中，早期泛非主义与萨拉菲主义有着共同的敌

人，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也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即反殖反帝。 二是两者拥

有数量巨大的共同利益群体。 早期泛非主义思想家认为，全球黑人种族有共同的历

史遭遇，因此，反种族主义和争取黑人独立的斗争是全球黑人的共同任务。② 与之相

类似，泛伊斯兰主义是重塑伊斯兰世界的关键理念，即建设一个超国家、超族群、超
地区、超宗教分歧的政治共同体“乌玛”，并共同推举一位哈里发。 萨拉菲主义的这

种解决方案被解读为 ２０ 世纪以来泛非主义理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得以实现的精神

载体，前者完美与后者嫁接，即以泛伊斯兰主义整合黑人种族，实现非洲统一。③

第三，部落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是萨拉菲主义发展的催化剂。 宗教对世界大多

数民族认同的建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④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部落社会的分裂性与

离散性，是独立后非洲多数国家面临的最大政治发展挑战。⑤ 而随着西方竞争性多

党制与选举政治的引入，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党政治往往带有浓厚的族群或地方色

彩，而不具备统领全局、整合分歧的眼光。⑥ 萨拉菲主义的政治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契

合了非洲族群的政治诉求，尤其是在西非萨赫勒、东非沿海与非洲之角地区，族群矛

盾的尖锐程度与萨拉菲主义的流行程度呈正相关性。 在西非萨赫勒地区，萨拉菲主

义与部落主义相结合，试图制造分裂并“独立建国”。⑦ 而在非洲之角地区，萨拉菲主

义与跨界民族主义相结合，试图联合全体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

四、 当代萨拉菲主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

有媒体估计，世界范围内奉行“圣战”萨拉菲主义思想的穆斯林数量占全球穆斯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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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１４ ／ 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ａｉｌｅｄ⁃ｓｔａｔ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舒运国：《泛非主义史：１９００－２００２》，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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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Ｓａｌａｆｉ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ＡＪＩＡ， Ｖｏｌ． ５， Ｎｏ． １－２， ２００２， ｐ． １４１．
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４５ 页。
刘鸿武：《非洲发展路径的争议与选择》，第 ３７－３８ 页。
［美］凯文·希林顿：《非洲史》，第 ５３１ 页。
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载《亚非纵横》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９４－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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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人口的 １％。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人口约在 ４．５ ～ ５．８ 亿之间。② 据此估算，该
地区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数量约为 ４５０ 万至 ５８０ 万人。 由于缺少准确的数据支

撑，这一数字或许有所夸大。 从地区分布看，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呈现多

点分布的特征，东非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西非的加纳、塞内加尔、布基纳

法索等，甚至远至南非皆受到了萨拉菲主义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复

兴运动兴起，此后阿富汗战争创造“圣战”大本营，进一步为该地区萨拉菲主义的极

端化发展提供了“样本”，并形成了萨赫勒“动荡弧”。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萨拉菲主义并未形成如北非那样的萨拉菲主义政党，而是以

教团组织与反政府武装为主。 教团组织逐步在穆斯林社区内形成了萨拉菲主义社

团，在宣教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新的信众，影响日益增加；反政府武装则成为“动荡弧”
的“缔造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 萨拉菲主义的多点分布使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

量，对其影响的评估，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对宗教环境的解构。 首先，对苏菲主流地位的挑战。 萨拉菲主义严格遵

循“认主独一”，指责撒哈拉以南非洲苏菲主义的圣墓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是对“认
主独一”的严重违背，是叛教行径，对此甚至不惜诉诸暴力。③ 其次，迫使温和的苏菲

派日趋极端化。 由于受到来自萨拉菲派的压力，苏菲派同样采取与萨拉菲派类似的

斗争策略，最终也走向极端“去本土化”，④在与“青年党”斗争中产生的苏菲派武装

集团“先知的信徒”（Ａｈｌｕ Ｓｕｎｎａ Ｗａｈ Ｊａｍａａ）身上，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对社会群体的解构。 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已经蔓延至社会领域，集中体现

在对青年的巨大影响。 首先，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组织的招募重塑了青年群体的社

会角色。 庞大的青年群体本是未来非洲大陆发展的“人口红利”，但在反政府武装

中，他们却成为杀人工具。 更严重的是，冲突的常态化使大批青年失去在正常社会

中工作与谋生的能力，难以重新融入社会。⑤ 其次，萨拉菲主义开展封闭的宗教教

育，阻碍了正常的社会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萨拉菲主义强调“正统伊斯兰”，拒绝一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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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Ｂｒｕｃｅ Ｌｉｖｅｓｅｙ，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ｓ． ｏｒｇ ／ ｗｇｂｈ ／
ｐａｇｅｓ ／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 ｓｈｏｗｓ ／ ｆｒｏｎｔ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ｓａｌａ．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周海金：《伊斯兰教在当代非洲社会的传播与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６０ －
１６１ 页。

Ｍａｒｙ Ｈａｒｐｅｒ，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Ｗｒｏ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Ｗａｒ ａｎｄ Ｈｏｐｅ ｉｎ ａ Ｓｈａｔｔ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２， ｐ． ７８．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第 ５４ 页。
Ｒｏｌａｎｄ Ｍａｒｃｈａｌ，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Ｈａｒａｋａｔ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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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西方现代化的思维与训练方式，所教授的内容仅是《古兰经》与阿拉伯语①。 在反

政府武装型萨拉菲组织的控制区内，甚至从基础教育阶段便进行萨拉菲主义意识形

态的灌输②，教学内容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使得青年群体与快速发展的社

会脱节。
第三，对政府与国家的解构。 首先，极端化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地方割据解构了

政府的功能。 “良政”与“善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最为现实的政治追求，但收效

甚微，腐败与治安成为关键阻碍。 然而，萨拉菲主义的输入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带来了所谓以推行伊斯兰教法为途径的“改革之道”，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萨拉菲主

义组织对社区的控制，以及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武装组织的地方割据，都严重削弱

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威。 其次，萨拉菲主义者所倡导建立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是对现代

民族国家的解构。 部落林立的非洲国家本就面临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艰

巨任务。③ 而以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为代表的理念与实践进一步从根基上消解

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合法性依据。 他们鼓吹“全球圣战”以建立打破现存国界的“乌
玛”的努力，是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彻底否定。④

（二） 反政府武装型萨拉菲主义在萨赫勒地区形成的“动荡弧”已成为非洲乃至

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安全威胁。
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概念，美国早在 ２０００ 年就已对“动荡弧”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⑤，但研究的指向仍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 “９·１１”事件后，恐怖主义取代传统意

识形态，成为最重要的安全议题。 ２００５ 年，马尔克·赛奇曼（Ｍａｒｃ Ｓａｇｅｍａｎ）提出，对
恐怖主义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广泛联系的组织

网络⑥。 ２０１３ 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的溢出效应波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导致当地安

全局势日益恶化。 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外部影响下，“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青年党”“博科圣地”之间不断加强联络，使得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各极

端组织在人员训练、资金流动等方面形成了初步合作的态势，⑦一条横贯萨赫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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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荡弧”已然成形。
“动荡弧”的形成影响了全球萨拉菲主义网络的建构。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青年党”“博科圣地”的存在使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了区域化“圣战”时期。
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组成一个全球性的萨拉菲主义“圣战”网络。 其中，意识形态

宣传、人员招募、资金筹集是支撑该网络发展的“三驾马车”；萨赫勒“动荡弧”则是

“圣战”网络的重要纽带，将中东、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主义势力联结

起来。①

“动荡弧”对萨赫勒地区乃至世界构成了巨大威胁。 其一，生命与财产损失。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博科圣地”的活动直接导致约 ２ 万人死亡。② 恐怖袭击造成的经

济损失，乃至各国政府为打击极端主义组织的经费开支更是难以估量的。 其二，族
群矛盾激化及和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紧张。 萨赫勒“动荡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跨境

族群问题。 “博科圣地”背后暗含了卡努里人（Ｋａｎｕｒｉ）部落主义问题以及乍得湖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ｄ）周边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③；“青年党”的泛滥既与索马里人和周围族

群的矛盾冲突有关，更反映出非洲之角国际关系的失序④。 其三，溢出效应与全球威

胁。 随着域外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利益的不断扩大，“动荡弧”的威胁也波及到它

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动的袭击也导致了非洲当地

中国投资者身亡和维和人员牺牲。⑤

“动荡弧”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域外极端组织的渗透乃至转移。 在“伊斯兰

国”组织强盛之时，“博科圣地”和“青年党”高层先后表示对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效

忠。 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组织自身固有的本土属性以及“基地”组织在当地的

深厚影响，使“伊斯兰国”组织难以撼动“基地”组织的强势地位。⑥ ２０１６ 年底以来，
随着“伊斯兰国”实体的日渐式微，该组织已出现向“动荡弧”地带进行战略转移的趋

势，巴格达迪曾表达过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转移资源并实现异地发展的意图⑦。 一旦

“伊斯兰国”组织将发展重心转向“动荡弧”，该地区的安全局势无疑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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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激化地区“本土圣战派”与“全球圣战派”间的分歧。①

五、 结　 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初步得出以下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既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也

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１１ 世纪的穆拉比特运动与 １２ 世纪的穆瓦希德运动首先提供

了一种“宣教与正统化”并举的模式。 其向往传统伊斯兰生活、回归《古兰经》与“圣
训”的实践，为此后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前提。
１８～１９ 世纪兴起的“富拉尼圣战”则为萨拉菲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改革与进化”的模

式，它不仅突出了“圣战”的功能性作用，而且为后来走向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提供

了早期样本。
第二，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经历了从温和经院主义到极端主义

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在沙特资金的资助下，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传播手段日益多元，其传播呈现出“井喷”之势。 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和中

东地区穆斯林的反叛，共同催生出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 它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

的“圣战”分子为载体，并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下，最终完成了在

该地区的新一轮传播。 究其原因，首先应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与“非伊斯

兰”的对立以及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正统之争；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存在的国家治

理困境则成为萨拉菲主义传播的突破口；泛非主义、部落主义、跨界民族主义的某些

诉求也通过萨拉菲主义得到了体现。
第三，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产生的影响极其复杂。 目前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以极端化萨拉菲主义为核心的宗教思潮产生了内外两方面的影响。
在内部，以苏菲主义为主流的传统伊斯兰格局受到挑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年成

为冲突常态化与职业化的牺牲品；地区国家也被进一步削弱。 尤为重要的是，某些

宣扬萨拉菲主义的极端组织在辖区内进行社会控制，灌输超越国界的“乌玛”理念，
共同挑战了当前非洲本已困难重重的民族国家建构。 在外部，“动荡弧”所产生的外

溢效应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员与物资损失，而且为域外极端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
使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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